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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

行为的策略选择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朱杰进 刘瑛琛

【内容摘要】 在世界大变局中，大国“退群”行为已成为国际组织发展进程

中普遍面临的挑战，而国际组织选择应对此行为的策略差异与其所需资源的集

中度及其内部主要大国的立场一致性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对不同时期的

美国“退群”行为，采用了不同类型的应对策略。面对 1983年美国里根政府的

“退群”时，教科文组织因所需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集中度较高，且其他主要

大国与美国的立场较为一致，难以获得替代性资源，从而采取了适应型应对策

略；而面对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时，教科文组织因所需资金和专

业网络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且其他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性较低，更容

易获取替代性资源，从而采取了抵制型应对策略。探究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

群”行为所采取的策略选择差异及背后逻辑，对于中国更有效应对其他大国的

“退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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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组织亦处于动荡变革期。

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短期内再次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

2025年 1月 20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2 月 4 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支持，

同时对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

成员资格进行审查。
①
在个别大国频繁“退群”和单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国际组织正面临严峻的改革压力乃至生存危机。
②

在大国“退群”压力下，国际组织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③
根据

海尔克·戴克斯特拉（Hylke Dijkstra）和吉塞拉·赫希曼（Gisela Hirschmann）

等学者的界定，以国际组织在话语和行动上对退出国政策诉求的接受程度作

为划分标准，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的策略可以分为适应型策略

（adaptation strategy）和抵制型策略（resistance strategy）。
④
在话语上，适

应型策略指国际组织公开强调退出国政策诉求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承认本

组织的不足，并宣布将采取改革措施等；而抵制型策略指国际组织否认退出

国指控的合理性，表示成员国的退出行为缺乏合法性。在行动上，适应型策

略指国际组织通过调整自身任务、政策和组织结构，积极回应退出国的政策

诉求；而抵制型策略指国际组织对退出国的政策诉求保持战略性沉默，或采

取行动阻碍退出国实现自身利益，抑或采取维护组织自主性的措施以保护自

① 《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光明网，2025年 1月 21
日，https://m.gmw.cn/2025-01/21/content_1303952864.htm；《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后再推新行政

命 令 ， 联 合 国 多 边 合 作 面 临 重 大 挑 战 》 ， 联 合 国 网 站 ， 2025 年 2 月 5 日 ，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2/1135856。
② 王越：《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

署为例》，《外交评论》2022年第 6期，第 126—154页。

③ 本文所讨论的“国际组织”是指具有独立和常设秘书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论坛式国

际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④ Gisela Hirschman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ponses to Member State
Contestation: From Inertia to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6, 2021, pp.
1963-1981; Hylke Dijkstra et al., The Surviv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Existential Challe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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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免受“退群”行为的伤害。

从经验事实来看，同样是面对美国政府的“退群”行为，教科文组织先

后采用了不同类型的应对策略。针对 1983年里根政府的“退群”行为，教

科文组织采取了适应型策略。在话语上，其承认了自身不足，并表示将进行

组织内部改革；在行动上，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回应了里根政府

提出的关切和诉求。而针对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教科文组

织却采取了抵制型策略。在话语上，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和奥

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两任总干事都对美国的“退群”行为表达

了不满；在行动上，其对美国的政策诉求则保持了战略性沉默，同时推动自

身战略性转型以维护组织自主性。

同样是面对大国“退群”行为，为什么国际组织有时采取适应型策略，

有时采取抵制型策略？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针对此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提

供了以下三类分析视角：一是国际组织行政领导人视角，其认为国际组织行

政领导人的性格和能力差异导致采取不同策略；
①
二是国际组织制度特征视

角，其认为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授权程度、国际组织正式化水平等制度特征

会影响国际组织采取实际行动回应“退群”挑战的能力；
②
三是国际组织内

主要大国立场一致性视角，其认为组织内其他主要大国同退出国是否保持立

场一致，这是影响国际组织选择适应还是抵制退出国政策的关键因素。
③

总体上看，上述三类分析视角对于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的策略选

择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其中，第一类分析视角关注到了国际组

① Leonard Schuette, “Why NATO Survived Trump: The Neglected Role of
Secretary-General Stoltenber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6, 2021, pp. 1863-1881; Gisela
Hirschman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ponses to Member State Contestation: From Inertia
to Resilience,” pp. 1963-1981; 丁梦丽、刘宏松：《关键节点、创业型领导与全球卫生伙伴关

系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 11期，第 99—131页。

② Hylke Dijkstra et al., “Donald Trump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n Can Institutional Actors Counter Existential Challenge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7, No. 2, 2024, pp. 182-205; 汤蓓：《财政危机下的国际组织变革

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 9期，第 132—153页。

③ Stefanie Walter, “The Mass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EIO conference 2019 in Salzburg, January 2019, https://www.peio.me/wp-content/uploads/
2019/01/PEIO12_paper_26.pdf; 周逸江：《国际组织应对主导国施压的行为逻辑：适应、重塑

还是抵制？》，《国际论坛》2025年第 1期，第 7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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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行政领导人的能动性，第二类分析视角强调了初始制度条件对国际组织的

限制作用。但实际上，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是其与退出国以及其他大

国之间展开的一场政治博弈。一个大国退出国际组织，必然会对国际组织生

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造成损害。在此情况下，国际组织能否从其他大国获

得替代性资源就尤为关键，而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其他大国是否支持退

出国；二是国际组织所需资源是否集中于退出国。可以看出，第三类分析视

角较好地把握了国际组织内其他大国与退出国之间立场是否一致的因素，但

忽视了国际组织所需资源是否集中于退出国的因素。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和国际组织内主要大

国立场的一致性会共同影响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进而影响其应

对大国“退群”的策略选择。1983年，教科文组织所需资金和专业网络资

源的集中度相对较高，且其他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立场较为一致，使其难以获

得替代性资源，从而采取了适应型应对策略。而 2017年，教科文组织所需

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的集中度相对较低，且其他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

性较低，使其更易获取替代性资源，从而采取了抵制型应对策略。

二、国际组织策略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国际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本文在既有“大国立场一致性”分析视

角基础上，增加国际组织资源集中度的变量，构建了一个“资源集中度+大

国立场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行为的

策略选择。

（一）国际组织应对“退群”行为的策略类型

国际组织在面临大国“退群”这一类挑战行为时，主要有适应和抵制两

种应对策略，且都体现在其话语和行动之中（见表 1）。
①

一方面，国际组织可通过适应型或抵制型的话语来应对大国“退群”行

为。一般来讲，国际组织会建立公共关系部门，并有网站公开本组织的数据

① Hylke Dijkstra et al., “Donald Trump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n Can Institutional Actors Counter Existential Challenges?” pp. 18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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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等信息，其应对成员国退出行为的话语会反映在官方文本和领导人发

言等材料中。此外，国际组织领导人还可发表公开讲话、接受媒体采访或通

过个人社交媒体作出回应。
①
国际组织的适应型策略话语表现为：公开强调

退出国政策诉求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承认本组织的不足，乃至宣布采取改革

措施等。国际组织的抵制型策略话语则表现为，否认退出国的指控，表示成

员国的退出行为缺乏合法性，甚至会批评退出国。

表 1 国际组织应对成员国“退群”行为的策略类型

话语（discourse） 行动（behavior）

适应型策略

(adaptation)

● 承认本组织的不足；

● 公开表达退出国诉求的有

效性和合法性；

● 宣布采取改革措施

● 根据退出国的诉求调整

自身任务、政策和组织

结构

抵制型策略

(resistance)

● 否认退出国的指控；

● 表示成员国的退出行为缺

乏合法性；

● 批评成员国的退出行为

● 保持战略性沉默，避免

接受退出国的政策诉

求；

● 采取行动阻碍退出国实

现其政策目标；

● 采取措施维护组织自主

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也可以采取适应型或抵制型的行动来应对大国“退

群”行为。尽管国际组织是由各成员国建立的，但并不单纯按照成员国的意

愿行事。国际组织可从其道德立场、专业知识和各成员国委派的任务中获得

权威，以此获得自主行动的空间。
②
国际组织的适应型策略行动表现为，积

极回应成员国在退出时提出的直接诉求，调整自身任务、政策和组织结构。

反之，抵制型策略行动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对成员国退出的行为保持战略

① Hylke Dijkstra et al., “Donald Trump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n Can Institutional Actors Counter Existential Challenges?” pp. 38-46.

② [美]迈克尔·巴尼特、[美]玛莎·芬尼莫尔：《为世界制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

组织》，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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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沉默，以此避免接受退出国的政策要求；二是采取行动阻碍退出国实现其

利益；三是建立更加专业和规范的行动渠道，以此维护组织自主性，并使其

免受“退群”行为的伤害。
①

（二）国际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

从国际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看，大国“退群”是一个国际组织与退出国

以及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博弈过程，国际组织能否在退出国之外获得替代

性资源是影响其选择不同策略的主要原因。

资源依赖理论是组织理论的重要流派。该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不完全

独立和自给自足，组织依赖外部环境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迈克

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拉斐尔·比尔曼（Rafael Biermann）等学

者将资源依赖理论应用到国际组织研究中。
②
这类研究强调，国际组织的决

策需要考虑自身的资源依赖关系，在维护自身自主性和保障所需资源之间作

出平衡。在面对大国退出的情况下，国际组织需要采取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

的变化，或是采取积极行动以管理和控制自身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程度。

原因在于：一方面，国际组织无法完全控制其生存所需的全部资源，如财政、

物资、信息及声誉资源等；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并影响其所需资源的持续和稳定供给。
③

此外，有三个因素对于研究国际组织的资源依赖情况较为关键：资源对

国际组织运作和生存的重要程度，成员国对这一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力

度，替代性资源存在的情况。
④

① Gisela Hirschman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ponses to Member State
Contestation: From Inertia to Resilience,” pp. 1963-1981.

② Michael Barnett and Liv Coleman, “Designing Police: Interpol and the Study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593-619;
Rafael Biermann and Michael Harsh,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in Rafael Biermann and
Joachim Koops, eds., Palgrave Handbook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135-152; Tim Heinkelmann-Wild and Vytautas Jankauskas,
“To Yield or Shield?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s to Member
States’ Policy Contest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Vol. 24, No. 3, 2020,
pp.296-312.

③ [美]杰弗里·菲佛、[美]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

依赖的分析》，闫蕊译，东方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5页。

④ 同上，第 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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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源对国际组织运作的重要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国际组织

需要某类资源的数量、资源对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的关键程度。具体到教科文

组织，其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关键资源主要有资金和专业网络两类。资金对

教科文组织而言，既能保障其行政机构和人员开支，也能支持其重大工作计

划的实施，还是其应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在专业网络资

源层面，教科文组织被认为是“思想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国际规则的制

定者和监督者”。
①
其依赖自身庞大的地区、次地区或地区内办事处，各成

员国的全国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和信息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名

人“大使”等，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国际智力合作网络。
②
教科文组织的

主要活动方式为：制定国际准则性文书，召开各种政府性或非政府性国际会

议，举办专业讨论会、研讨班和培训班，开展人员和情报交流，实施试点项

目，发起国际运动来推动扫盲、文物保护事业等。正如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前主任杨海波曾指出的，教科文组织的优势并不在于向各成员

国提供大量资金和物资援助，而在于它具有进行广泛智力合作的能力。
③

其次，就成员国对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情况而言，如果某种资源对国

际组织的生存十分重要，且该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中控制在某个成员国

手中，那么国际组织对这个成员国的依赖程度就较高；反之，如果国际组织

生存和运作所需的重要资源分布较为分散，那么其对特定成员国的资源依赖

程度就较低。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主权国家创建且以主权国家作为成员的特

殊类型组织，成员国是分配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关键行为体。
④

最后，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会影响其资源依赖情况，进而影

响其行为受到限制的范围和程度。即便某一类资源对国际组织的生存十分重

要，且特定成员国控制了此类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如果国际组织能够

从其他渠道获得此类资源，那么其行为受限制的范围和程度就会大幅降低。

① Medium-Term Strategy, 2014-2021 (37 C/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7860.

② 谢喆平：《传授与学习：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验研究》，《外交评论》2011
年第 1期，第 48—59页。

③ 杨海波：《卓有成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1986年第 21期，第 24
—25页。

④ Rafael Biermann and Michael Harsch,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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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成员国是控制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关键行为体。因此，当国际

组织面临来自特定成员国退出的压力且难以获得替代性资源时，其行为就会

受到特定成员国制约，因而不得不适应特定成员国的政策要求。反之，如果

国际组织能够获取替代性资源，那么特定成员国的退出对其行为限制就较为

有限，其也能够抵制特定成员国的政策。

（三）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的策略选择主要取决于

其获取替代性资源空间的大小，而这主要受两类因素影响：国际组织所需资

源的集中度与大国立场的一致性。

一方面，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会影响替代性资源的存在情况。资

源集中度是指，重要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否被少数几个或单个成员国掌

握。如果维持国际组织生存和运作的资源相对集中在某个成员国手中，而该

成员国要退出国际组织，那么国际组织能获取的替代性资源就较为有限。本

文以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相对于退出国的分布情况，来衡量教科文组织的资

源集中度。如果退出国是教科文组织预算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同时也是其专

业网络的主要合作方，那么其资源集中度就较高；反之，则资源集中度较低。

另一方面，主要大国的立场一致性也会影响国际组织获得替代性资源的

情况。以资金为例，如果其他主要大国与退出国的政策立场保持一致，那么

国际组织就难以说服其他大国提供替代性资源，因此不得不向退出国屈服。

相反，如果其他主要大国与退出国之间存在立场分歧，有意愿向国际组织提

供更多资金，那么国际组织就有能力抵制退出国的政策。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和国际组织内主要大国的立场一

致性共同影响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进而影响国际组织应对大国

“退群”行为的策略选择（见图 1）。

据此，本文推导出如下两个有待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一是当国际组织

所需资源的集中度较高，且其内部其他大国与退出国的立场一致性也较高

时，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有限，因而其更有可能针对大国“退群”

行为采取适应型策略；二是当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较低，且其内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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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国与退出国的立场一致性也较低时，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较

大，因而其更有可能针对大国“退群”行为采取抵制型策略。

图 1 国际组织应对“退群”行为的策略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文将基于最大相似求异原则，选择教科文组织在 1983年和 2017年两

次应对美国政府“退群”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

验。
①
本文的案例选择具有一定优势：一是美国两次退出教科文组织的政策

诉求相似，这排除了国际组织因退出国政策诉求差异而采取不同应对策略的

情况；二是美国两次“退群”的对象都是教科文组织，这排除了国际组织自

身因素对策略选择的影响。

三、适应型策略：教科文组织应对里根政府的“退群”行为

1983年 12月 2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致

信当时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Amadou-Mahtar M’Bow），表示美国将于

一年后退出教科文组织。在信件中，舒尔茨批评教科文组织“服务于个别成

员国的政治目的”，“在管理方式上缺乏效率”，并指责教科文组织在预算

方面存在问题。
②

① 需要注意的是，“退群”现象并非局限于美国一个国家，英国、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国

家也曾有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

② Communication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9 EX/14), UNESCO, April 9, 198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5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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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文组织适应型策略的具体表现

面对里根政府的“退群”行为，教科文组织因其所需资源集中度较高，

且内部其他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性较高，而难以获得替代性资源，只

能以适应型策略来应对。在话语方面，教科文组织承认了自身的不足，并表

示将进行组织内部改革；在行动方面，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回应

了美国提出的关切和诉求。

针对美国这一决定，姆博总干事在给舒尔茨的回信中承认教科文组织的

不完美，并表示“我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不断改进本组织编制规划、

制定计划、实施和评估活动的方法”，同时希望美国能够留下来以维护普遍

性原则。
①
而在行动上，教科文组织成立了改革机构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

措，以回应美国在退出时所表达的政策关切和诉求。1984年 5月，教科文

组织执委会成立了一个由 13个成员国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向教科文组织提

供改革建议、审查教科文的项目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同月，姆博总干事还

宣布成立五个工作小组，对预算、招聘和职员管理、项目评估、公共信息以

及项目可行性分析等方面的活动展开调查，并向总干事进行汇报。
②

针对美国批评教科文组织“服务于个别成员国的政治目的”“过度政治

化”的政策关切，教科文组织在项目安排、巴以问题和言论自由等方面予以

了积极回应。首先，教科文组织将项目聚焦于其核心任务领域。1986—1987

年项目预算草案指示秘书处在推荐项目时，要优先选择聚焦核心领域（即教

育、科学、文化和通信）并能够获得高度支持的项目。同时，对于容易引起

争议的裁军、集体人权等议题领域的项目，总干事召集了顾问小组对其“是

否获得了广泛支持”进行审核。其次，教科文组织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了相对

温和的态度。例如，这一时期的项目/预算决议不再提及“巴解组织”“民

族解放运动”等字眼。最后，就美国关心的言论自由问题，教科文组织给予

① Communication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9 EX/14), UNESCO, April 9, 1984,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59131.

② Assessment of U.S.-UNESCO Relations, 1984: Report of a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ris-UNESCO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uary 1985, https://babel. hathitrust.org/cg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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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IPDC）更高优先度，同时淡化第三世界国

家要求的“新世界信息与通信秩序”，称之为“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

针对美国对教科文组织“管理方式缺乏效率”的政策关切，教科文组织

内部也采取了积极的改革举措。在人事管理方面，总干事宣布简化教科文组

织的人事手续，重组人事局，并将各级人事任命的权力下放给副总干事、助

理干事和人事局。在行政管理方面，总干事建立的五个工作小组之一就“将

总干事的权力下放给副总干事、将总部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办事机构”的政策

目标提出了改革建议。在活动评估方面，总干事放弃了其一直以来的反对意

见，表示将加强中央评估部门，并建立一个部门间评估委员会。

针对美国在预算管理方面的关切，教科文组织积极采纳了美国的大部分

意见。尽管 1984—1985年的项目预算草案早已通过，但其仍然表示，之后

的 1986—1987年项目预算草案将在原则上采取“零增长”计划。关于美国

“提高预算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教科文组织执委会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

总干事向成员国提供关于预算合理性的内部文件。此外，总干事还接受了美

国提出的其他预算管理技术的要求，包括贯彻不变价值美元原则、保留拨款

准备金以覆盖通胀成本、计算货币浮动账户等（见表 2）。

表 2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适应型策略

措施 表现

话语上

适应

承认本组织的不足 承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

宣布将采取改革措施
表示将不断改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规划、制

定计划、实施和评估活动的方法

行动上

适应

根据退出国要求调整

自身任务

优先选择聚焦核心领域的项目；

审核容易引起争议的裁军、集体人权等问题；

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温和态度；

优先开展国际通信发展计划

根据退出国要求调整

自身政策
改革组织的人事管理、活动评估和预算管理政策

根据退出国要求调整

自身组织结构

建立临时委员会和改革工作小组；

将总干事的权力下放给副总干事、将总部的权力

下放给地方办事机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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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可从资源集中度和大国立场一致性两方面，来分

析为什么教科文组织会采取适应型的应对策略。

（二）资源集中度较高

教科文组织在 1983年面对美国里根政府的“退群”行为时，所需资金

和专业网络资源集中度较高。当时，美国是教科文组织预算资金的主要提供

者，同时也是其组织专业网络的主要合作方。

在资金方面，1983年教科文组织高度依赖美国所提供的资金。教科文

组织的财政收入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根据成员国支付能力核算的固定会费

（assessed contribution）、根据自愿原则捐赠的资金（voluntary contribution）

以及通过服务等方式获得的其他收入。
① 1981—1983年，教科文组织的固

定会费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 95.52%，
②

而美国分摊了高达 25%的固定会

费（见表 3）。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时期缴纳的固定会费约占教科文组织

财政收入的 23.88%。

表 3 主要大国评定会费占教科文组织会费总额的比例（1981—1983年）

国家 比例（%）

美国 25.00
苏联 10.98
日本 9.48

联邦德国 8.22
法国 6.19
英国 4.41

意大利 3.41
加拿大 3.24
总计 70.93

资料来源：Contributions of Member States: Collection of Contributions (22 C/4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ctober 23, 1983, https://unesdoc.
unesco.org/ark:/48223/pf0000057600。

① 汤蓓：《财政危机下的国际组织变革路径》，第 133页。

② Approved Programme and Budget for 1981-1983 (21C/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January 198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
pf000004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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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网络资源方面，美国也是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合作方。一方面，20

世纪 80年代初，美籍工作人员的数量在教科文组织中占据的比例较大。1982

年 7月，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工作人员中，共有 87位美国人，在全部成员国

中居首位。
① 1984年，时任总干事姆博曾指出，教科文组织有 40%的短期

合同员工和顾问是美国人。
②
另一方面，美国在当时是教科文组织重要公约、

倡议和项目的发起方与合作方。例如，在文化领域，美国与教科文组织展开

合作，推动建立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机制。“世界遗产”这一术语可

以追溯至 1965年美国提出的“世界遗产信托基金”。其后，美国借助教科

文组织平台推广其“自然和文化遗产并重”的理念和管理模式。
③
最终，1970

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

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1972

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美国不

仅率先批准了这两个公约，还出台《文化财产公约实施法案》（Convention on

Cultural Property Implementation Act）等予以支持。此外，科学领域的“人与

生物圈”项目、通信和传播领域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等都离不开美国的参与。

（三）大国立场一致性较高

1983年，在美国首度退出教科文组织之际，该组织不仅资源集中度较

高，且其他主要大国也与美国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并无意愿补充美国“退群”

所造成的资源缺口。尽管美国政府当时在公布退出教科文组织的计划时，事

先并未与其西方阵营伙伴进行正式磋商，
④
但这些主要大国仍同美国保持高

①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taff and General Medium-Term Plan, 1984-1989, for the
Recruitment and Renewal of the Staff (117 EX/32),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September 12, 198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56541.

② Assessment of U.S.-UNESCO Relations, 1984: Report of a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ris-UNESCO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③ 刘莲莲、吴焕琼：《国际组织与大国领导力：考察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版，第 69页。

④ 谢喆平：《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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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立场一致。西方信息集团（Western Information Group, WIG）在教科文

组织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各国共同反对时任总干事姆博，甚至部分国家

直接追随美国“退群”，这均是其一致立场的体现。

首先，西方大国就教科文组织的改革议题展开了立场协调。1984 年 1

月 10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 24个西方发达国家组成了

西方信息集团工作小组。1984年 3月 15日，西方信息集团向总干事提交了

一份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危机》的工作文件。文件认为，教科文组织

存在秘书机构和国家代表机构权力失衡、主要出资国对资金缺少控制权、政

治化问题、项目和预算缺少管理等几类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对教科文组织

的指责相似。其后，西方信息集团还提出了教科文组织改革的具体动议。
①

其次，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遭遇了西方国家的一致反对。美国宣

布“退群”后，西方国家指控姆博赶走教科文组织的西方雇员，并在关键岗

位上“任人唯私”。
② 1986年，日本作为美国退出后教科文组织的最大会

费贡献国，明确表示如果姆博获得第三任期，日本将考虑退出教科文组织。

其他西方国家如联邦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也表达了相同立场，甚至第三世

界国家也并没有对姆博寻求连任的行为予以有力支持。
③

最后，部分国家追随美国的行动，威胁“退群”乃至采取实际行动。自

美国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后，英国、联邦德国以及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也告知

时任总干事姆博，若教科文组织的运作方式到 1984年年底还没有改善迹象，

它们将考虑是否继续其会员资格。
④ 1984年 7月，荷兰教育和科学部部长

致信总干事，表示考虑到美国宣布退出的声明，荷兰也将审查本国在教科文

① Roger A. Coate, Unilateralism,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in
and out of UNESCO,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8; Paul Lewis, “UNESCO Gets
Complaints of 24 Na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84, https://www.nytimes.com/1984/03/
15/world/unesco-gets-complaints-of-24-nations.html.

② Milt Freudenheim et al., “The World, UNESCO’s Critics Have Their Say,”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84, https://www.nytimes.com/1984/03/18/weekinreview/the-world-unesco-s-
critics-have-their-say.html.

③ Bill Beacon, “UNESCO Leader Amadou Mahtar M’Bow, under Pressure from Western,”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6, 1986, 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6/10/06/UNESCO-
leader-Amadou-Mahtar-MBow-under-pressure-from-Western/8712528955200/.

④ Paul Lewis, “UNESCO Gets Complaints of 24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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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参与情况。
① 1984年 11月，英国同样发表声明表示将退出教科文

组织，并指责其“多年来一直面临着效率低下、过度政治化和程序模糊的问

题”。
②
新加坡也紧随美英之后退出了教科文组织。

③

在西方大国与美国保持立场高度一致的同时，苏联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支

持教科文组织。1984年 9 月，苏联副外长致信时任总干事姆博。在信中，

苏联尽管出于自身利益表达了对“新世界信息与通信秩序”和教科文组织参

与裁军行动的支持，反对任何审查教科文组织章程或修改决策规则和程序的

企图，但同样希望提高教科文组织的行政和预算效率。
④
在美国正式退出后，

苏联分摊的固定会费比例仍然维持在 10.08%的水平，
⑤

其并未填补因美英

等国“退群”造成的资源缺口。在此情况下，教科文组织难以获得替代性资

源，只能大规模削减预算并节省内部开支。1986—1987年，教科文组织的

常规预算规模下降至 2.89亿美元，
⑥
还不到美英“退群”前预算的一半。

四、抵制型策略：教科文组织应对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

2017年 10月 1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决定退出教科文组

织，这一决定是美国出于“不断增加的会费欠款、教科文组织未进行根本性

改革以及该组织长期针对以色列的偏见”等关切作出的。
⑦

（一）教科文组织抵制型策略的具体表现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教科文组织由于所需资金和专业

① Assessment of U.S.-UNESCO Relations, 1984: Report of a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ris-UNESCO.

② 1985 Statement on UK Withdrawal from UNESCO,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1985,
https://www.ukpol.co.uk/timothy-raison-1985-statement-on-uk-withdrawal-from-unesco/.

③ “Singapore Follows U.S. in Withdrawing from UNESCO,”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8, 1984, 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4/12/28/Singapore-follows-US-in-withdra
wing-from-UNESCO/4032473058000/.

④ Assessment of U.S.-UNESCO Relations, 1984: Report of a Staff Study Mission to
Paris-UNESCO.

⑤ Scale of Contributions of Member States (24C/46),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July 30, 1987,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 75234.

⑥ Klaus Hüfner, What Can Save UNESCO? Berlin: Frank & Timme, 2015, p. 63.
⑦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from UNESCO,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12, 2017, https://2017-2021.state.gov/the-united-states-withdraws-from-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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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集中度较低，且主要大国未与美国的政策立场保持一致，因此更易

获得替代性资源，于是采取了抵制型策略来应对美国的退出。在话语方面，

教科文组织博科娃和阿祖莱两任总干事都对美国的“退群”行为表达了不满；

在行动方面，教科文组织则采取了完善筹资机制等一系列维护组织自主性的

行为，对美国的政策诉求保持了战略性沉默。

在话语上，教科文组织的两任总干事都公开批评了美国的“退群”行为。

在收到美国表示退出教科文组织的正式通知后，时任总干事博科娃立即发表

了一份对美国的决定深表遗憾的声明。博科娃表示，“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的斗争要求对教育、文化间的对话以及防止仇恨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美国

的退出令人非常遗憾。”她表示，“这是教科文组织的损失，是联合国大家

庭的损失，也是多边主义的损失。”
① 2017年 11月 13日，教科文组织新任

总干事阿祖莱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即便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共同的

问题，有些国家还是开始退出国际社会共同体……我呼吁成员国直面自己的

责任，不要成为经常存在变数的合作伙伴。”
②

在行动上，一方面，教科文组织的新任总干事领导推动了组织的战略性

转型（strategic transformation），以维护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从而使其能够

应对美国“退群”造成的政治和财务危机；另一方面，教科文组织对美国所

谓的“未进行根本性改革”“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等指责保持了战略性

沉默，并未回应其相关政策诉求。

2018年，阿祖莱总干事上任伊始便发起了对教科文组织的战略性变革，

该变革被认为是重塑组织职能、重振成员国信任与合力的关键举措。
③
但不

同于美国所期待的教科文组织改变当下“无法反映美国对外政策利益”“无

法体现美国资金影响力”
④
局面的改革，阿祖莱表示：“我们需要掌握自己

① 《总干事博科娃：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是多边主义的损失》，联合国新闻，2017年
10月 12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7/10/283912。

② Address by Ms Audrey Azoulay, on the Occasion of her Installation as Director-General of
UNESCO (DG/2017/001/A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ovember 13, 2017,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0298.

③ 宗华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上的中国与法国：回顾与前瞻》，《法国研究》2022
年第 2期，第 61页。

④ Luisa Blanchfield, U.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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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夺回主动权；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开始转型，通过战略选择来确保

教科文组织能更好地支持国际社会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①

在本次战略性变革的过程中，第二阶段的资源拓展和加强传播等手段为

教科文组织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在资源拓展方面，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新

的筹资对话活动，扩大预算外筹资渠道，实施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以简化资源

筹集方面的步骤，编写新的资源筹集指南，并制定向私营部门筹措资金的计

划，乃至招聘专门的地区筹资人员等。
②

通过这一系列筹资措施，2019年

教科文组织实现了近 20年来首次预算上调，即成员国分摊会费总额上涨，

且 2019—2020双年度预算外筹资比前一个双年度增长了 50%。
③
在战略传

播方面，教科文组织设立了新的内部传播委员会，制定了新的传播战略、社

交媒体政策和数字平台等。
④

在 2017年美国宣布“退群”决定后，教科文组织仍然维持其此前在中

东相关议题上的行动，并未进行明确调整以回应美国的诉求。通过回顾 2003

年至 2011年期间美国在教科文组织内部的相关表态，可以发现，美国在中

东议题上的主要立场如下：其一，美国反对巴勒斯坦相关决议中的“政治化”

措辞；其二，对位于巴以争议领土上的文化遗产，美国仅支持在世界遗产委

员会下开展文物和遗产保护的技术性工作，但反对在教科文组织大会和执行

委员会这类有国家代表的机构中讨论相关议题；其三，美国坚决反对教科文

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作为成员国。
⑤

然而，2017年后，教科文组织历届执委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7, 2017,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0802/4.

① UNESCO’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s Crucial in the Face of Today’s Global Challeng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ovember 10, 2020,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unescos-strategic-transformation-crucial-face-todays-global-cha
llenges.

② UNESCO’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40C/5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ovember 4, 2019,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1361_
eng.

③ Approved Programme and Budget 2020-2021: Second Biennium of the 2018-2021
Quadrennium (40C/5),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473.

④ UNESCO’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40C/55).
⑤ 刘莲莲、吴焕琼：《国际组织与大国领导力：考察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

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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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仍然通过题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决议，其内容涉及耶路撒冷古城保

护、加沙地区教育、巴勒斯坦文化遗址保护等。巴勒斯坦的成员国身份并没

有受到动摇，希伯伦/哈利勒古城等美国和以色列提出异议的文化遗址的归

属国也仍然是巴勒斯坦（见表 4）。
①

表 4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抵制型策略

措施 表现

话语抵制

表示成员国的退出行为缺乏

合法性

指出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要求对教

育、文化间的对话以及防止仇恨进行

新的投资的时候，美国的退出令人非

常遗憾

批评成员国的退出行为
呼吁成员国直面自己的责任，不要成

为经常存在变数的合作伙伴

行动抵制

保持战略性沉默，回避退出

国的政策诉求

教科文组织历届执委会仍然通过题

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决议；

巴勒斯坦成员国身份没有受到动摇

采取措施维护组织自主性
拓展资金资源；

加强战略传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可从资源集中度和大国立场一致性两方面，来分

析教科文组织为什么会采取抵制型应对策略。

（二）资源集中度较低

在 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决定时，教科文组织所需资源对美国的

集中度已大幅降低。教科文组织不再高度依赖美国所提供的预算资金，同时

美国与教科文组织专业网络合作的重要性也有所下降。

① State of Palestin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7,
https://www.unesco.org/en/countrie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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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资金的分布情况来看，2017年教科文组织对美国的资金依

存度较低。首先，美国所承担的固定会费对教科文组织的重要程度下降，大

约占其财政收入的 13.2%。2017年，自愿捐赠资金占教科文组织财政收入的

比例已达 40.29%。
①
而 2016—2017年，美国分摊的固定会费占总额的比例

为 22%。
②
其次，自 2011年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后，

美国已经停止向其缴纳会费。截至 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之际，美国中止向

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已有 6 年，欠费超过 5 亿美元。
③

因此，教科文组织

2012—2013年的实际支出就已从此前的6.53亿美元削减至4.65亿美元。
④
到

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之际，教科文组织已经采取了成立应急基金、削减员

工差旅支出、缩小活动范围等一系列应对财政危机的措施，
⑤
其对美国资金

资源的依存度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从专业网络资源来看，2017年教科文组织的专业网络资源

分布较为分散，受美国“退群”影响较小。首先，在教科文组织为提升自身

行动能力而构建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中，美国机构发挥的作用较小。2000

年后，教科文组织由于自身资源和行动能力的限制，逐步完善了通过第二类

机构和中心落实组织自身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制度。所谓第二类机构和中心，

是指由成员国赞助和支持，通过合作协议与教科文组织建立正式联系，在全

球或地区范围内为教科文组织的计划和优先事项作出贡献的机构。
⑥
目前，

法国、中国、印度、韩国等国都积极设立第二类机构和中心支持教科文组织

的工作，而美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此类机构的数量却非常有限。
⑦
其次，

① Financial Statistics: Revenue by Entity, UN System Chief Executives Board for
Coordination, 2017, https://unsceb.org/fs-revenue-agency.

② Scales of Assessments and Currency of Member States’ Contributions for 2016-2017 (38
C/3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ugust 26, 2015,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4540.

③ 《美国为何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华网，2017年 10月 13日，https://us.
xinhuanet.com/2017-10/13/c_1121799652.htm。

④ Klaus Hüfner, What Can Save UNESCO? p. 64.
⑤ Klaus Hüfn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UNESCO after 2011: Political Reac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Consequences,” Global Policy, Vol. 8, No. 5, 2017, pp. 96-101.
⑥ The 2019 Strategy for Category 2 Institutes and Centres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BSP-2020/WS/PMR-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ovember, 20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390.

⑦ Category 1 Institutes and Centr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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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科文组织新提出的重大计划、倡议和公约等，美国也不再是重要参与

者。2005 年，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国际基础科学计划（International Basic

Sciences Programme, IBSP），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建

设。该计划是教科文组织的五大科学计划之一，但美国并未参与其中。在文

化领域，对于教科文组织 2001年推出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

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2005 Convention on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2001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和 2003年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等，美国均持反对态度，未以缔约国身份参与

其中。最后，美国籍工作人员在教科文组织中的重要性下降。截至 2017年

6月，教科文组织共有来自 171个国家的 2 109名工作人员，其中，美国籍

工作人员有 57名；但同一时期，法国籍人员有 358名，日本籍人员有 53名，

中国籍人员也有 40名。
①

总之，在 2017年，教科文组织所需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集中度下降，

有利于其寻求替代性资源。此外，其他主要大国与美国的立场一致性较低，

愿意继续支持教科文组织开展工作，使其更易找到替代性资源。

（三）大国立场一致性较低

2017年，在美国“退群”问题上，主要大国并未与美国保持立场一致。

这主要体现为：主要大国没有追随美国“退群”；部分大国明确批评了美国

的“退群”行为，或是表示将继续支持教科文组织；中国等主要大国合力支

持教科文组织的重点业务事项，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美国“退群”造成的资

源短缺。

首先，主要大国没有追随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与美国第一次“退群”

得到了英国、新加坡等诸多国家的“跟随”不同，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仅得到

Organization, 2024, https://www.unesco.org/en/partnerships/institutes.
① Personnel by Nationality, UN System Chief Executives Board for Coordination, 2018,

https://unsceb.org/hr-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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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色列的支持。作为美国的盟友，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发表任何支持美

国或批评教科文组织的言论，甚至将美国的这次“退群”行为视作其对西方

盟友的“背叛”。
①

其次，对于美国的“退群”行为，多数大国表示了遗憾，并承诺将继续

支持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莫斯科对美国的决定

感到遗憾，这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生严重影响。”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英国将继续留在教科文组织，与其他成员一道努力，支持该组织的工作。法

国外交部发布公告指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东道国，法国十分支持教科文组

织的行动，强调该组织的未来对法国尤为重要。
②

最后，中国等主要大国加大力度支持教科文组织开展业务。一方面，中

国对教科文组织会费的贡献提升。美国“退群”后，中国成为其最大的会费

缴纳国。2020—2021年，中国分担的固定会费占总额的 15.49%，
③
这补充

了美国“退群”造成的会费短缺。另一方面，中国和法国等为性别平等和非

洲发展这两大教科文组织总体优先事项
④

提供了额外资金。中国于 2015年

在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并于 2020年续签协议，承诺在之

后五年中继续对该奖项提供资金支持。2019年，中国政府与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阿祖莱共同签署《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协议》，决定自

2019年起实施新一期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项目（CFIT），

支持非洲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资助期限为 4年，二期项目经费仍为 800

万美元。
⑤ 2019年，法国提供了 500万欧元自愿捐款，资助教科文组织在

教育领域开展工作。此外，法国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共同筹集了 1 500万欧元，支持其在塞内加尔、多哥和喀麦隆开展女童教育

① 刘莲莲、吴焕琼：《国际组织与大国领导力：考察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动》，

第 136页。

② 《综合消息：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深表遗憾》，新华网，2017年 10月 13
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13/c_1121801219.htm。

③ Collection of Member States’ Contributions (41C/4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September 24, 2021,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
pf0000379086.

④ Medium-Term Strategy, 2014-2021(37C/4).
⑤ 谢喆平：《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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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并通过“全球教育伙伴关系”为女童和妇女教育提供支持。
①

结 论

基于国际组织的资源依赖理论，本文通过构建“资源集中度+大国立场

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尝试探讨国际组织应对大国“退群”行为的策略选择

差异及其背后的逻辑。本文认为，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和国际组织内

主要大国的立场一致性共同影响了国际组织获取替代性资源的空间，进而影

响其应对大国“退群”行为的策略选择。具体而言，当国际组织生存所需资

源集中度较高，且主要大国与退出国的政策立场相对一致时，国际组织较难

获得替代性资源，往往会选择适应型应对策略；当国际组织生存所需资源集

中度较低，且主要大国与退出国的立场一致性较低时，国际组织更易获得替

代性资源，从而更有可能选择抵制型应对策略。

教科文组织两次应对美国“退群”的案例证实了以上分析框架。在 1983

年，教科文组织所需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被美国集中控制，且英国、联邦德

国、日本等主要大国同美国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立场，因此其不得不以适应型

策略来应对美国的退出，在话语上承认组织自身不足，同时采取行动积极回

应美国的政策诉求。而在 2017年，教科文组织所需资金和专业网络资源的

集中度已大幅降低，且中国、法国、英国等主要大国未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

使其能够采取抵制型策略来应对美国的“退群”行为，既在话语上批评美国

这一行为，又在行动上对其诉求保持战略性沉默，并采取拓宽筹资渠道、加

强宣传等措施维护组织的自主性。

在理论层面，本文进一步推进了大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理论研究议程。

既有关于大国退出国际组织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分析大国退出国际组织的行

为差异，以及国际组织内退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较少探讨国际

组织如何应对大国“退群”的策略选择问题。
②
本文通过引入国际组织的资

① 宗华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上的中国和法国：回顾与前瞻》，第 63页。

②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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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赖理论，指出国际组织所需资源的集中度影响了其应对“退群”的策略

选择，将国际组织作为核心行为体，从而有利于构建真正以国际组织为中心

的国际组织理论体系。

在政策层面，本文除了对国际组织如何应对大国“退群”和当前危机具

有启示意义外，还对中国特色大国国际组织外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个别大国新一轮大规模“退群”的状况，一方面，

中国需要深入研究当前国际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关键资源及其分布状况，更

好地研判国际组织面对大国“退群”时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另一方面，中

国需要在国际组织内尽可能团结其他大国，以及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更好地履行国际组织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这一大国责任。

[责任编辑：陈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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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This process is often driven by factors such as legitimacy drift, the
politic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member states for domestic
purposes, and concerns over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nd reputation.
Self-legitimation is a persistent feature in the functioning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gents of their own legitimacy, these organizations engage in
self-legitimation primarily through constructing legitimacy narratives, forming
issue-based alliances, and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norms. Since the 1990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fac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response, it has pursued self-legitimation by promoting value-based legitimacy
narratives, building global health partnerships, and reforming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norms. These efforts have, to some extent, helped bolster its
legitimacy. However, give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the resurgence of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 the WHO’s self-legitimation is
unlikely to remain a straightforward or unidirectional proces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elf-legitim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rategies to Major Power’s Withdrawals: A
Case Study of UNESCO
ZHU Jiejin and LIU Yingchen
ABSTRACT: In an era of global upheaval, the withdrawal of major power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s emerged as a pervasive challenge.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offers a
revealing case: confronted twice by U.S. exits, it has oscillated between
adaptation and resistance. This variation begs explanation. Drawing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two factors—th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an organization requires and the degree of alignment among its major
members—shape its ability to secure alternatives and, thus, its strategic response.
In 1983, a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withdrew, UNESCO faced a stark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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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reliance on highly concentrated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resources, coupled
with broad alignment between other key pow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ft little
room for substitution, compelling an adaptive stance. By contrast, in 2017,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xited, UNESCO’s resource needs were less centralized,
and major powers diverged from Washington's position, enabling access to
alternative support and emboldening a resistive approach. Unpacking these
strategic choices and their underlying logic not only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reat-power dynamics with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also offers critical
insights for China as it navigates similar withdrawals by other states.
KEYWORDS: great-power withdrawal, resource concentration, major-power
alignment, UNESCO, adaptive strategy, resistive strategy

The Dual of Strategic Narratives: How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urned
Radical
WANG Lianhe and MENG Xiaoyu
ABSTRACT: Since Donald Trump’s ascent to powe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pivoted from engagement to competition—a shift that, through successiv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s, has hardened into an increasingly
entrenched, escalatory, and emotive stance. This radicalization, cutting through
America’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o forge a rare bipartisan consensus, finds a
compelling explanation in the lens of “strategic narrative competition.” By tracing
the interplay of 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the two major U.S. parties since
2010, this study uncovers a causal link between narrative rivalry and policy
extremism. In a polarized and uncompromising climate, narrators—seeking to
monopolize the strategic function of their accounts—engage in a two-stage
contest: first, a “competition between strategic narratives,” where a dominant
narrative consolidates power by reinforcing itself and sidelining rival perspectives;
then, a “competition within strategic narratives,” where the struggle for credibility
within this narrowed framework drives foreign policy toward ever more extreme


